臺灣流行音樂發展奠基期
1910-1960音樂多元面貌（二）音樂傳播模式與休閒生活
1. 科技發展改變音樂傳播模式

台灣流行音樂經過一百年的發展，歷經多次殖民與移民活動帶來的文化交融及更替，使得流行音樂的次文化藝術與商業活動，不僅形成時代的語言，匯聚為大眾文化的象徵，同時它也隨著時代變遷，促成傳統文化與西方物質文明的交會。觀察流行音樂與大眾生活改變的關聯性，我們體察了音樂改變生活，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也造就了台灣今日在流行音樂創作與產業發展上無可限量的璀璨光芒。而科技進步與流行音樂的發展有緊密不可分的關係，音樂的聆聽方式與傳播型態在這一百年產生革命性的改變，從日本殖民體制開始，為了日本的商業利益，執政當局推動進步物質文明的治台政策，不但帶來西方文明的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無形中也為台灣流行音樂發展環境奠定良好的基礎，建立商業活動脈絡、傳播媒體設施與新興唱片工業。
19世紀末，科技產物「留聲機」的問世為休閒生活與藝術娛樂帶來變革，這是1877年由愛迪生所發明，人類歷史上首度成功地將「聲音」存留下來，1888年德國人柏林納（Emile Berliner, 1851-1929）改良愛迪生的留聲技術，發展了平圓盤78轉的唱片（Disc Record Gramophone），唱片產業開始出現，聲音或音樂可以被大量複製、傳播到遠方，不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產生了唱片的「工業革命」。
根據目前保留下來的解說記錄，日治時期的台灣，最早約略在1898年，臺北大稻埕的茶館裡，當時已經有留聲機唱片的公開播放。而日本當局有系統引進這項科技產物，是在1904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Gotō Shinpei, 1857-1929）舉辦了「慈善募款留聲機欣賞會」，並藉由各級學校的教育工作，使用這項有力的傳播媒介，有計畫的介紹世界西方名曲、童謠以及日本傳統與流行音樂等等。官方的文藝政策方向引導著民間資本產業的發展走向，不少商業資本家開始向台灣各地推銷販賣「留聲機」與音樂唱片，例如：「時敏齋」在當時就有出租留聲機與唱片，配合台灣婚喪喜慶熱鬧的活動，或是在廟會的慶典播放；另外，1910年，日本的「日米『蓄音器』製造株式會社」在台北榮町（今衡陽路上）設立支店，也就是成立「蓄音器商會臺北出張所」。商業行銷的活動也加速台灣人漸漸接受這種聆聽音樂的方式， 1914年日蓄的岡本鑑太郎所策劃的行銷經營模式，一方面積極開發不同語系的市場，另一方面結合台灣本土音樂風格做為唱片行銷的主軸，因此，岡本鑑太郎帶領著傳統樂師林石生等人前往日本進行音樂錄製與唱片製作，由臺北出張所負責唱片的推銷業務，這些唱片是我們今日所能見到有關台灣戲曲音樂的最早唱片實體。
1930年代，日本治台政策延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內地延長的經濟策略，開發殖民地並給予建設，為的是提供殖民母國在中國政策與南進政策的原料需求與勞力供給。而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時也逐漸成熟，產生了農民文學（如楊逵、呂赫若）與都市文學（如王詩琅、朱點人）的風格；流行音樂的曲詞創作（如陳君玉）散發出濃郁的追求摩登生活，青年男女的自由愛情觀配合新式的音樂風格，剛好符合了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台灣知識份子接受西式教育的觀念與思想，聆賞留聲機音樂這件事，似乎也被視為一種文明生活的表徵。
除了留聲機之外，無聲電影的娛樂媒介也進入台灣，提供另一種生活休閒選擇。1932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的黑白無聲影片《桃花泣血記》在台灣上映，為宣傳這部影片，當時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負責人柏野政次郎發掘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擔任主唱，進行電影宣傳歌《桃花泣血記》（詹天馬作詞，王雲峰作曲）的灌錄，這首歌曲的唱片出乎意料大賣，歌手一炮而紅，許多業者紛紛跟進投資，開始了唱片的第一個黃金時期。這張唱片不但是代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第一首流行風格的電影宣傳歌，同時也預表了電影科技將創造流行音樂風華的另類面貌。
日本政府於1940年推動「大東亞共榮圈」，試圖推倒歐美帝國勢力，並在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但是偷襲珍珠港的事件使得美國加入戰局，台灣一夕之間變成了戰場，成為美軍轟炸的主要目標。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在這段時間因為遭到轟炸而成斷岩殘壁，原本蓬勃發展的唱片業頓時之間付之一炬。戰後於1945-1950年間，日本因為戰敗撤離台灣，台灣的唱片工業在技術發展與唱片製作上形成真空期，壓片與錄音技術缺乏，使得本土的唱片產業進入黑暗摸索階段。
在1955到1960年間，當時國民政府在台灣推展另一種科技媒體，廣播媒介的時代來臨。由於政策開放，許多民營電台也陸續設立，「收音機」這樣的聲音傳播媒介逐漸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一項主流的科技商品。同時期，唱片科技也發展出「細微音溝」技術，唱片從原本78轉改良到33轉，使每張唱片從原本只能收錄2首的容量瞬時大增到12首，刺激了唱片市場在歌曲創作需求量的增加。

2. 休閒文化與生活的多元現象
台灣民眾從50年代到60年代的戰後生活，因為國民政府開始因應兩岸分治的局面，推行文化復興運動，文化政策上偏重於政治功能取向，一方面，希望向國際世界爭取「中華文化」的正統權，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功能性的取向造成台灣傳統的常民文化與中華區域性的文化出現排擠的區域效應，在許多文化發展上產生一些特殊情境，例如文學上產生「鄉土文學的論戰」；流行音樂市場也可以從一般休閒生活型態觀察到台語流行歌與與國語流行歌曲的分界區塊。但是這些文化現象反映出台灣戰後多元文化並存的面貌，這是認識台灣文化的基礎所在，而不是政治上一廂情願式的「意識型態」。

回顧50到60 年代中，人們開始從休閒活動慰藉自己苦悶的心情，當時流行一種茶館休閒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從茶館消費文化與消費族群的屬性，看出這些族群的社會地位與聆聽流行歌的習慣方式稍有區隔。消費能力較高的族群，多半會聚集在當時衡陽路上的「七重天歌廳」，他們多半為商賈之流，喜歡聆聽上海風的流行歌曲，有些歌曲至今仍膾炙人口地傳唱著，像是30年代的《不了情》（顧媚主唱）、《玫瑰玫瑰我愛你》（姚莉主唱）或者《夜上海》、《何日君再來》（周璇主唱）等等，這些流行歌曲的傳唱正說明著60年代的台灣的國語族群與休閒方式的臍帶關係。淡水河畔的幾座露天茶室，也很微妙的分為台語區域與國語區域，消費族群與聽歌的風格也不盡相同。雖然在屬性上皆屬於中下階層的消費人口，但是歌詞的語言成為影響他們接受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國語流行歌曲如：《夜來香》、《桃花舞春風》或是《王昭君》；台語流行歌曲因受限當時推行國語政策的影響，發展上轉向「懷日風」的東洋味道，如：《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文夏主唱）、《山頂黑狗兄》、《台北發的尾班車》、《舊情綿綿》（洪一峰主唱）。
流行音樂除了在茶室、演歌廳傳播，日漸普及的「廣播電台」與收音機成為流行音樂文化迅速傳播的有效科技媒介，透過廣播電台所舉辦的歌唱比賽，發掘很多具有潛力的歌手，如：鄭日清、黃西田、陳芬蘭、余天等著名歌手。

60年代的電影傳媒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早期30年代上海風的電影《長相思》、《夜上海》，造就出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手，如：周旋、白光、李香蘭等等，此時台灣流行文化開始受到香港影響，因為戰後共產黨開始在中國大陸實行文化大革命，重創流行音樂產業，上海的流行市場逐漸轉移到香港租借地發展。香港是相當洋化的國際都市，不斷地吸收當時好萊塢正流行的歌舞片，其主題曲也風行一時，帶動香港華人的流行創作風格。然而台灣接觸香港流行樂壇的風格，使得西洋爵士樂與百老匯式的表演風格影響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一群都會風格的青年人競相模仿當時西方的流行偶像「貓王」艾維斯·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另外，香港流行歌壇接替上海，繼續吸納西方流行音樂的元素，透過歌舞片電影型態，以及西洋流行歌唱的唱腔，造就了重要的歌手，如：林黛、葛蘭、鍾情、葉楓、樂蒂、楊帆等等；並且這種流行音樂型態將西洋爵士與電影歌舞元素的表現形式融為一體，自成一格的創作方式，例如：《我要為你歌唱》（姚莉主唱）、《何必旁人來說媒》（美黛主唱）、或是《我要飛上青天》（葛蘭主唱）等歌曲為典型代表之作；另外以歌舞片為主軸的曲風在當時也流行起來，這種類型的流行音樂發揮了視聽的感官享受，例如：《我是個鼓手》（凌雲主演）、《天堂夢鄉》（靜婷與江宏主唱）等歌曲為主要的代表。
國民政府一方面吸收外僑資金，鼓勵投資，另一方面也開創新興的媒體產業。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第一個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的節目是「群星會」，這是一個類似於歌廳表演的帶狀節目，坐在家中電視螢光幕前聽歌的方式再次改變大眾文化娛樂的習慣，更使得國語流行歌曲的傳播達到第一個黃金時期，在節目中所栽培的歌手個個屬於實力派唱將，日後成為時代的巨星，如：慎芝、紫薇、白嘉莉、姚蘇蓉、冉宵玲、楊燕、夏台鳳、鄒森、鄧麗君等等。接著，第二家電視台開播，中視首部的電視連續劇《晶晶》（1969年10月11日首播），其同名主題歌曲由鄧麗君主唱，全亞洲銷售超過五百萬張唱片，帶動國語流行歌壇叱吒風雲的地位。
如同上述所談到，流行音樂產業的公司在此刻亦紛紛掌握時代的商機與熱潮，開始以「偶像塑造」做為流行歌曲市場的主要訴求與策略，「貓王」成為業者追求成功的範本，試探市場的熱度與評估形式的策略。當時日本出現了小林旭（Akira Kobayashi, 1938-），他能演、能唱、能創作的才華，表演形式與肢體動作的改變，拉近了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也是台灣唱片業者在打造「偶像」上所參照的藍圖之一。當時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台語唱片公司「亞洲唱片公司」，成功塑造出屬於本土偶像的歌手文夏，不但可自彈自唱，也演了許多搭配流行歌曲的電影。演據當時的記載，文夏所到之處，民眾無不熱烈夾道歡呼，可謂台灣開創偶像市場的第一先例。

3. 結論
從殖民地時代農業開墾的社會形態開始，台灣經過50年的時代變遷，由農業台灣進展到工業台灣的勞力技術，到了1960年，台灣地區已經奠定了雄厚的唱片產業發展條件。這些條件背後歷經了殖民體制本質性的改變，無論是政治、經濟貿易、社會結構、文化融合、文藝交流都邁向現代化的發展，此外，科技的引進與應用也在流行音樂產業發展進程一路推波助瀾。

從殖民社會的思想下解放後，儘管在政治功能要求文化集體意識，但講求意識型態的時代已經漸漸遠去。台灣經歷許多不同政體的文化政策，使得在島上原本多元族群接觸彼此不同的處境與背景，無形中學習接受多元文化的語言、生活與習俗，這是台灣流行音樂雄厚資產的基礎。而另一項台灣擁有特定文化資產是在於大眾文化潛層底下的「小眾文化」，意即這段時間台灣在歷史進程中，即使將文化有意識地建構在單一皇民化或中華文化系統的表面上，但是從深層結構來看，流行文化本身卻反映出不同群族的人們各自尋求不同的心理、感官、認知與經驗的自我認同，在不同社會階層、年齡層次、世代交替的多元社會逐漸走向小眾意識和次文化品味，使得60年代成為台灣積聚流行文化能量的時期，日後能在華人世界的流行音樂創作市場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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